
战胜严重困难，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

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面对日军的疯

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

争，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一、使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针对日军对敌后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充分发挥

人民战争的威力，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这就是，在军事、政治、

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展开斗争，避免单纯在军事上同敌人硬拼。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消耗和削弱敌人，保存和积蓄自己的力量。

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 敌后军民创造了很

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

上游击战等等，还创造了建立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等斗争形

式，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麻雀战主要在山区实行。当日、伪军进入根据地后，熟悉当地

情况的人民自卫武装（民兵）像麻雀一样满天飞翔，时聚时散，到

处打击敌人。在平原，则展开地道战和破袭战。华北平原地区军民

首先在道路上挖沟，使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难以行进。敌后军民建成

户户相通甚至村村相连、能打、能藏、能机动转移的巨大地道网，

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无论山区和平

原，都普遍运用地雷战。群众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制成各式各样

的地雷，埋在村口、路口、门庭院落，使日、伪军进村入户就有触

雷丧命的危险。敌后军民还把地雷埋到敌人的碉堡下，常常把出发

的日、伪军炸得血肉横飞。水上游击战主要是在水网地带进行。当



地军民利用河湖港汊的复杂地形，采用拦河筑坝、设置水下障碍等

办法，使日军汽艇难以行驶，而自己的小木船则出没自如，寻找机

会打击日、伪军。

武工队是军队、政府和人民相结合的精干的战斗组织，是根据

地军民为深入到敌人的心脏地区活动而创造的新的斗争方式。武工

队深入到敌占区，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同隐蔽斗

争相结合，广泛发动群众，搜集情报，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

秩序，争取并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建立两面政权，把日、伪统治的

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

1941 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 4.2

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 33.1万余人。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坚持中国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

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支持。

在艰苦的敌后抗战中，广大军民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

事迹。1941年 8月 1日，伪军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威逼村民交出

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当场杀死数人，许多人被严刑拷打，

却没有人告密。马母不忍群众被打杀，自己挺身而出。敌人威胁利

诱她写信劝儿子投降，她痛斥敌人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

投降二字。”她坚贞不屈，绝食而死。9月 25日，在冀西狼牙山地

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

护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日、伪军吸引到自己身边，一

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

砸枪跳崖。人们称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

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先

后在作战中以身殉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团结一致，不畏强暴，



反抗侵略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是反“扫荡”斗争胜利的力量源泉。

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

在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中共中央还采取各种有力的政策

措施克服困难，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

中共中央制定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

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十

大政策，带领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实行精兵简政；为

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起抗日，进一步贯彻执行

“三三制”政权（即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

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 1/ 3）和减租减息的政策；为了密切军

政、军民关系，在军队中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人民群众中开

展“拥军优属”运动。

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这样做，

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代表，团结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

阶层，调动社会各界团结抗战的积极性。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农民要

交租交息，以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减租减息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抗

日热情，根据地青年踊跃参军。这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兼顾农民

和地主两方面利益，把坚持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恰当地结合起

来的政策。

在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的过程中，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

动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939年 2月，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

泽东就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必

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针对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

农村环境，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在各项生产事业中，

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

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军

民兼顾”的方针；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

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在组织

经济中，实行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的方针。

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展自给经济，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

中的一个创造。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带头实行这项政策。1941年

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他们发扬自力更

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开展劳动竞赛，连排班之间，个人之间互相

挑战，涌现出了许多“气死牛”式的模范人物。昔日荒凉的南泥湾

变成了“粮食堆满仓，麦田翻金浪，猪牛羊肥壮”的“陕北的好江

南”。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敌后抗日根

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后，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

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它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

而且积累起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广大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

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

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在实际投票中，群众有许多创造，如

采取了投豆、画圈、画杠、燃香在纸上烧眼等选举办法。抗日民主

政权努力发扬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各级政府工作

人员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抗日根据地重视法制建设。各根据地在创立发展过程中，依据

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借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结合抗日



统一战线的实际，相继制定、颁布各种法规和条例，如各级参议会

组织条例、各级政府组织条例、选举条例、减租减息条例、改善工

人生活条例、婚姻条例、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等。

这些法规和条例的制定颁行，使抗日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初具规模。

同时，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抗日的基本政策，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试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

情出发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造。

抗日根据地积极进行干部培养和开展文化教育建设。全民族抗

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大批

知识青年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中共中央把发展抗日的革

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

“抗大”）、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简称

“鲁艺”）、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职工学校、中国女子大学、

民族学院、卫生学校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先后创办起来，培

训了大批干部。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

内容。1943年初，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推广陕甘宁边区开展“拥军

优抗，拥政爱民”（即“双拥”）运动的成功做法，倡导推动这一

运动在各抗日根据地蓬勃开展起来，形成军政军民团结齐心、同仇

敌忾、共御外侮的生动局面。

抗日根据地还努力探索社会建设之路。如晋察冀边区党委和政

府领导广大军民救灾治水，救济灾民；改善公共卫生，预防疾病流

行；保护妇女的社会权益，提倡男女婚姻自主；制定社会保险政策；

拥军优属，抚恤烈士遗属和因公致伤、致残人员；积极开展社会教

育工作，提高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广大群众的精神状态和社会面

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内实行了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政策和

措施，使抗日民主根据地真正成为政治民主、民族团结、经济发展、

政治廉洁的社会。通过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

党同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使群众更加信任党，信任人民军队，

这对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直到胜利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根据地建设中积累的许多经验，对以后建设新中国也有着

深远的影响。

案例：为什么数万青年奔赴延安

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青年是一道独特风景线。诗人何其芳描

述道：“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

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

活的日子。”

延安，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把许多追求进步、有理想有抱负的

青年吸引来了。据任弼时 1943年 12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

上的发言，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 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

言，初中以上占了 71%，初中约为 30%。这些奔赴延安的有志青年，

大都家境殷实，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有些甚至是“大家闺秀”和

“豪门公子”，在当时可以预期美好的“个人前程”。还有一部分

人更为特殊，是不远万里归国抗日的爱国华侨青年。

奔赴延安的路漫长而艰辛，要克服重重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

梁漱溟形容通往延安的路：“车是军用大卡车，无篷。路是军用公

路，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

事。”作为社会贤达，梁漱溟进入延安尚且如此艰辛。对于知识青

年而言，每一步都是惊险，每一步都是一次人生的考验。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一位青年的答案



是，在南京，“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

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就是这样走掉了”。摄影家

吴印咸的答案是延安乃“理想所在”：“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

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泽东主席、

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

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

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丁玲的答案是“这是乐园”。

“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

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

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

革命圣地延安的主要开创者、党的领袖毛泽东的答案是什么呢？

1940年，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演

中作出了回答。答案是延安有“十个没有”：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

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

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

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

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没有官僚作风，没有不良风气，没有萎靡不振；有理想，有信

仰，有民族的希望，这是延安让人舍生忘死奔赴的原因，也是不同

时代人们的不懈追求。

三、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

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个是

民族矛盾，关系到中国亡不亡国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到

能否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这两个矛

盾是紧密地互相联系的。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从卢沟桥事



变起一直表示坚持抗战。但当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他对抗日

是消极的，甚至同日本侵略者秘密进行过某些谋求妥协的活动。他

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监

禁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甚至由国民党军武装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军

队和抗日根据地。这些活动，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2

月，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先后侵占边区五座县城。在山西，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以重兵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1940年二

三月间，国民党军队进攻晋东南和冀南的抗日根据地，矛头直指八

路军总部。八路军、新军对以上进攻都给予了坚决有力的回击。在

压住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后，中共中央立刻派朱德、萧劲光、王若飞

分别到洛阳和宜川秋林镇同卫立煌、阎锡山进行谈判，同他们达成

停止武装冲突、划定驻地、分区抗战的协议。

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认真

分析国内政治情况，明确地指出：在日本入侵的情况下，中日民族

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仍处于从属地位，争取时局好

转、克服时局逆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共产党的任务仍应是巩

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并没有收敛反共活动。

1940年9月中旬，国 民党顽固派向黄桥新四军无理进攻，新四军被

迫自卫，10月上旬消灭国民党军 1.1万人。1941年 1月，国民党顽

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 9000

余人，在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 8

万余人围攻，除 2000 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

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战场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



在突围过程中遇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竞诬称新四军“叛变”，

宣布取消其番号。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系列反共

行动的组成部分，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

面对严重形势，中国共产党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在军事上

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共产党这种坚决有力而仍把民族矛

盾放在第一位的态度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

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宋庆龄、何香凝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

黄炎培、冯玉祥等分别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当局。全国数百位文

化界人士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

民参政会，反对蒋介石倒行逆施。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表示

对国民党不满。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国民党顽固派意料之外，他们

的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1941年 3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

二届会议上发表演说，“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约

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国民党顽固

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但是，国民党当局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仍然采取避战观战为

主和限共反共的政策。1943 年春，蒋介石署名出版反共反人民的

《中国之命运》一书，暗示要消灭共产党。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

借当年 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

陕甘宁边区”, 并密令重兵驻守西北的胡宗南部准备向陕甘宁边区

进攻。在胡宗南身边工作的熊向晖（中共秘密党员）及时将国民党

的反共部署与动向报告了中共中央。据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在军事

上进行必要部署，另一方面公开发表文电，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同

时组织延安三万群众参加的抗议集会采取了一系列政治上强有力的

反击，使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尚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便被制



止。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

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在同顽

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仅有效地打退了国

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而且继续保持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

局面。这表明党已有了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既不

在突然事变前惊惶失措、一味妥协让步， 也不采取冒险行动，给破

坏团结抗日的势力以借口。更多的人也由此看清共产党确实以民族

利益为重，而不是只顾一党一派利益。共产党人的正确措置，不仅

团结了中间阶层，也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不继续坚持抗战。濒临

危急的国内时局重新趋向好转，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